
第 ４１ 卷第 １７ 期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生 态 学 报

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Ｖｏｌ．４１，Ｎｏ．１７
Ｓｅｐ．，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２０７１０２８，５１８２２９０６）；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ＸＤＪＫ２０１９Ｂ０７４）；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基本科研业务

费项目（ＷＲ０１４５Ｂ７３２０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２２； 　 　 网络出版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１１

∗通讯作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Ｅ⁃ｍａｉｌ： ｙｘｃｈ２０００＠ ｓｗ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 １０．５８４６ ／ ｓｔｘｂ２０１９０６２２１３２０

叶许春，杨晓霞，刘福红，吴娟，刘佳．长江流域陆地植被总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气候驱动因子．生态学报，２０２１，４１（１７）：６９４９⁃６９５９．
Ｙｅ Ｘ Ｃ， Ｙａｎｇ Ｘ Ｘ， Ｌｉｕ Ｆ Ｈ， Ｗｕ Ｊ， Ｌｉｕ Ｊ．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ｃ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１（１７）：６９４９⁃６９５９．

长江流域陆地植被总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气
候驱动因子

叶许春１，∗，杨晓霞１，刘福红１，吴　 娟１，刘　 佳２

１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２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 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摘要：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安全屏障。 深入开展长江流域陆地植被总初级生产力（ＧＰＰ）时空变化特征

和驱动因子研究，对了解变化环境下区域植被生长状况和生物固碳能力、掌握生态环境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 ＭＯＤＩＳ ＧＰＰ
遥感数据产品、土地利用和气象观测数据，采用趋势分析和偏相关分析法，系统研究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长江流域陆地植被 ＧＰＰ
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了不同二级水资源区内气候因子对 ＧＰＰ 变化影响的空间差异，揭示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变化特征以

及气候因子作用。 结果表明：１）长江流域陆地植被覆盖区 ＧＰＰ 在 ０．３—２７６５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均值约 ９９０．４６ ｇＣ ｍ－２ ａ－１，多年平

均 ＧＰＰ 总量为 １．７３５ Ｐ ｇＣ；２）近年来，长江流域 ＧＰＰ 呈不显著上升趋势，趋势率为 ２．３９ ｇＣ ｍ－２ ａ－１。 空间上，ＧＰＰ 上升区和下降

区分别占总流域面积的 ６８％和 ３２％。 各二级水资源区内，除了洞庭湖流域和太湖流域 ＧＰＰ 呈下降趋势外，其他区 ＧＰＰ 均呈上

升趋势；３）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均值在 １９８．５０—１２７６．９０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 各土地利用类型中除水田 ＧＰＰ 呈微弱下降外，其
他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高、中、低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上升趋势较为显著；４）不同气候因子对植被 ＧＰＰ 变化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二

级水资源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就长江流域整体而言，ＧＰＰ 年际变化受温度影响显著，其次是蒸发，而降

水等其他气候因子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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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ＹＥ Ｘｕｃｈｕｎ１，∗， ＹＡＮＧ Ｘｉａｏｘｉａ１， ＬＩＵ Ｆｕｈｏｎｇ１， ＷＵ Ｊｕａｎ１， ＬＩＵ Ｊｉａ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７１５， Ｃｈｉｎａ

２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ＰＰ）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ｅｑｕｅ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ｇｒａｓ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Ｓ ＧＰＰ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ｂ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ＧＰＰ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ＰＰ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ＰＰ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０．３ ｔｏ ２７６５ ｇＣ ｍ－２ ａ－１，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９９０．４６ ｇＣ ｍ－２ ａ－１，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ａｎ
ｔｏｔａｌ ＧＰ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１． ７３５ Ｐ ｇＣ． ２） Ｔｈｅ ＧＰＰ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ｂｕｔ 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ａ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３９ ｇＣ ｍ－２ ａ－１ ．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ＧＰ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６８％ ａｎｄ ３２％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ｎｇｔｉｎｇ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ｈｕ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 ｔｈｅ ＧＰＰ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３）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ＰＰ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０ ｔｏ １２７６．９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 Ｅｘｃｅｐｔ ｆｏｒ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ＧＰＰ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ＧＰ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ｖａｒｉ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Ｐ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ＰＰ）；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以温室气体 ＣＯ２浓度增长为主要驱动的全球变暖现象，不仅对植物物候变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可能导

致陆地植被分布及生态质量发生明显变化［１⁃２］。 植被总初级生产力（Ｇｒｏｓ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ＧＰＰ）是指单位

时间内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途径所固定的有机碳总量，表征了进入陆地生态系统的初始物质和能量［３］。
作为陆地生态系统吸收 ＣＯ２的重要指标，ＧＰＰ 在全球碳循环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４⁃６］。 科学研究地表

植被 ＧＰＰ 时空变化规律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深入理解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之间的碳交换机理、评价陆

地生态系统的环境质量以及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生态效应等具有重大意义［７⁃８］。 近年来，随着对全球变化以

及对碳循环方面的深入研究，以 ＧＰＰ 和 ＮＰＰ（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为代表的陆地植被生产力及其对气候

的响应以及与自然因素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重点。 特别是在遥感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遥感

数据被用于开展大尺度区域性植被生产力时空变化研究。 ＭＯＤＩＳ 平台的 ＧＰＰ ／ ＮＰＰ 数据产品因其时空连续

性好、数据精度高和获取成本低等优点，在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中被广泛应用［９⁃１６］。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
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植物生长发育进程中光热和水分的匹配而影响生态系统生产力［１７⁃１８］，气候因子对植被生

产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１９⁃２０］，而不同植被类型生产力对气候因子的响应作用也不一致［２１］。
长江流域是我国重要的工农业生产区和生态安全屏障，横贯东、中、西三大经济区。 作为一个独特而完整

的自然生态系统，长江流域具有强大的水土保持、生物育种、释氧固碳、环境净化等功能，对维护周边地区乃至

全国的生态平衡和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关于长江流域的植被及其生产力动态变化，不少学者已开展过相关研

究。 如柯金虎等［２２］基于生态过程模型⁃ＣＡＳＡ 模型研究分析了长江流域植被 ＮＰＰ 的动态变化。 贾松伟［２３］ 基

于 ４ 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并结合生物量估算模型和植被含碳系数，研究了长江流域森林植被碳储量、碳
密度分布特征及动态变化。 Ｑｕ 等［２４］研究了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 年间以 ＮＤＶＩ 为表征的长江流域生长季植被覆盖度

变化，结果显示受益于生态修复工程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长江流域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植被覆盖度显著上升。 就

气候驱动因子来看，大多研究表明温度是决定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度的一个控制因子，而降水的影响相对较

低［２４⁃２６］。 这些研究对于揭示长江流域陆地生态系统及其生产力时空格局特点、变化过程及驱动机制等具有

重要意义。 ＧＰＰ 研究能够量化植被的生长状况，是全球碳循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对长江流域陆地

生态系统 ＧＰＰ 时空变异及控制因素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 此外，长江流域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空间分异显

著，植被 ＧＰＰ 变化与气候因子、土地利用类型之间关系及其空间差异如何还不清楚。 为此，本文拟利用

ＭＯＤＩＳ 系列产品，并结合土地利用和气象观测数据，研究近年来长江流域 ＧＰＰ 空间分异特征和时间变化规

律，探讨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的变化差异，客观评价主要气候因子对陆地生态系统植被 ＧＰＰ 的影响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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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差异，以期为了解变化环境下区域植被生长状况和生物固碳能力、掌握生态环境质量提供科学基础和参

考依据。

１　 研究区概况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各拉丹冬雪山。 长江干流自西向东流经

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于上海市注入东海，干流全长近 ６４００ｋｍ。 长

江流域总面积约 １８０×１０４ ｋｍ２，占全国总面积的 １８．７５％（图 １）。 流域地势西高东低，由河源至河口，总落差约

５４００ｍ，跨越中国地势的三大阶梯。 流域大部分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在青藏高原的部分属于高山高原

气候。 流域多年平均气温呈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分布趋势。 位于江源附近气温极低，年平均气温在－４℃上

下，而中下游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气温在 １６—１８℃之间。 流域多年平均降雨量约 １１００ｍｍ，年降水量的时空分

布很不均匀，空间上呈由西北向东南递增的趋势。
长江流域支流水系众多，不同水系子流域内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差异显著。 根据全国水资源管理区划，

长江流域划分为 １２ 个二级水资源区：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ＪＳＪ⁃ １）、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ＪＳＪ⁃ ２）、岷沱江流

域（ＭＴＪ）、嘉陵江流域（ＪＬＪ）、乌江流域（ＷＪ）、宜宾至宜昌段长江干流区间（ＵＭ）、洞庭湖流域（ＤＬ）、汉江流域

（ＨＪ）、鄱阳湖流域（ＰＬ）、宜昌至湖口段长江干流区间（ＭＭ）、湖口以下长江干流区间（ＬＭ）、太湖流域（ＴＬ）等
（图 １）。 本文后期将以此分区为依据，具体分析长江流域不同区域 ＧＰＰ 变化的空间差异。

图 １　 长江流域土地利用、二级水资源区划分及气象站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１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ＳＪ⁃１： 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ＪＳＪ⁃２： 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ＭＴＪ： 岷沱江流域；ＪＬＪ： 嘉陵江流域；ＷＪ： 乌江流域；ＨＪ： 汉江流域； ＤＬ： 洞庭湖

流域；ＰＬ： 鄱阳湖流域；ＴＬ： 太湖流域 ＴＬＵＭ： 宜宾至宜昌段长江干流区间；ＭＭ： 宜昌至湖口段长江干流区间；ＬＭ： 湖口以下长江干流区间

２　 数据及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所用的 ＧＰＰ 数据来自于美国蒙大拿大学密苏拉分校地球动态数值模拟研究组（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Ｔｅｒｒ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ＮＴＳＧ）发布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ＭＯＤ１７Ａ３ 全球 ＧＰＰ 数据产品（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５）（下载网

址为：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ｔｓｇ． ｕｍｔ． ｅｄ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ｍｏｄｉｓ ／ ｍｏｄ１７． ｐｈｐ），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 弧秒 （０． ００８３°），数据格式为

ＧｅｏＴＩＦＦ，投影格式为 ＷＧＳ８４ 投影，比例系数为 ０．１。 该数据的 ＧＰＰ 估算模型参考利用了 ＢＩＯＭＥ⁃ＢＧＣ 模型与

光能利用率模型，模型模拟得到陆地生态系统日 ＧＰＰ，再进一步推算出 ８ ｄ ＧＰＰ 值与年 ＧＰＰ 值［２７⁃２８］。 与美国

１５９６　 １７ 期 　 　 　 叶许春　 等：长江流域陆地植被总初级生产力时空变化特征及其气候驱动因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提供的 ８ 天和年 ＧＰＰ 数据（Ｖ５）产品相比，该数据很好的消除了云对植被叶面积指

数和光合有效辐射值的影响，提高了数值精度［２７⁃２９］。 目前，该数据已与全球多个地区的通量站点数据进行了

对比验证，在全球和区域植被生物量估算、碳循环和全球变化等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本研究通过对该数据

进行格式转换、影像裁剪等处理，得到长江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ＧＰＰ 年值数据集。
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西部生态环境数据中心提供的 ２０１０ 年全国土地利用 １ｋｍ 栅格数据。

按照二级分类体系，将长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分为水田、旱地、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其他林地、高覆盖度草

地、中覆盖度草地和低覆盖度草地等 ９ 种，水域、裸地以及城镇等其他类型均归纳为无植被覆盖区类型

（图 １）。
论文所有气象数据由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ｈｔｔｐ： ／ ／ ｃｄｃ．ｎｍｉｃ．ｃｎ）提供，包括整个长江流域内共

计 １７５ 个气象站点的蒸发皿蒸发量、气温、降水、相对湿度、日照时数和风速等月值数据，数据时段为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各站点气候因子年平均数据由月数据汇总所得。 长江流域及各二级水资源区各气候因子年平均值

均由各自区域内所有气象站点实测值通过算术平均法求得。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ｙ ＝ αｔ ＋ β，α 为回归系数，β 为常数，ｔ 为年份， ｙ 为待分析变量）来分析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１６ 年期间长江流域 ＧＰＰ 整体变化趋势及其空间异质性。 该模型中的 回归系数 α 即为线性趋

势斜率，其中， α ＜０ 表示变量在计算时段内呈下降趋势，反之 α ＞０ 表示增加趋势。 对于线性变化趋势的显著

性，采用 Ｍａｎｎ⁃Ｋｅｎｄａｌｌ（ＭＫ）统计检验法［３０］进行检验。 根据该方法，在 ０．１、０．０５ 和 ０．０１ 显著性水平下，如果标

准化统计量 ｜ Ｚ ｜≥１．６４、 ｜ Ｚ ｜≥１．９６ 和 ｜ Ｚ ｜≥２．３２，则不接受无趋势的零假设。 此外，研究中通过计算标准

偏差来反映植被 ＧＰＰ 的空间变异程度。
本研究通过计算偏相关系数来分析主要气候因子与植被 ＧＰＰ 年际变化之间的本质联系。 因为在多元相

关分析中，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很复杂，它们可能受到不止一个变量的影响，简单的线性相关系数不能真实的

反映出两变量之间的本质联系。 偏相关分析也称净相关分析，它是在控制其他变量的线性影响的条件下分析

两变量间的线性相关性，所采用的工具是偏相关系数（净相关系数）。 根据偏相关系数，从而可以判断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ＧＰＰ 空间分布特征

图 ２ 显示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区多年平均 ＧＰＰ 的空间分布。 由图可知，ＧＰＰ 总体上东南

高西北低，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ＧＰＰ 较大的区域主要位于鄱阳湖流域的南部和东北部，此外金沙江石鼓以下

沿长江一定范围内的局部区域 ＧＰＰ 也相对较大。 空间上，ＧＰＰ 最大值为 ２７６５ ｇＣ ｍ－２ ａ－１，最小值为 ０． ３
ｇＣ ｍ－２ ａ－１，流域整体均值约 ９９０．４６ ｇＣ ｍ－２ ａ－１。 统计结果显示，累计约 ６５％的区域 ＧＰＰ 集中在 ８００—１５００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２５％的区域 ＧＰＰ 均值小于 ８００ ｇＣ ｍ－２ ａ－１，ＧＰＰ 均值大于 １５００ ｇＣ ｍ－２ ａ－１的区域不足 １０％（图 ２）。

图 ３ 显示了海拔每隔 １００ｍ 统计的长江流域 ＧＰＰ 的变化规律。 由图可知，当海拔低于 ２３００ｍ 的时候，植
被 ＧＰＰ 整体较高，在 １０００—１３００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ＧＰＰ 随海拔升高呈现出先增大、后降低、然后再增大的过

程。 在海拔 ３００ｍ 和 ２３００ｍ 左右，出现 ＧＰＰ 的两个峰值。 当海拔高于 ２３００ｍ 的时候，ＧＰＰ 整体上随海拔升高

呈现急剧减小的趋势。 海拔 ５０００ｍ 以上，有植被的地方 ＧＰＰ 已经降到很小，不足 ８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就长江流域 １２ 个二级水资源区来看（表 １），鄱阳湖流域单位面积 ＧＰＰ 最高（１３６１．８３ ｇＣ ｍ－２ ａ－１），其次

是洞庭湖流域（１２５５．９９ ｇＣ ｍ－２ ａ－１）和宜宾⁃宜昌段长江干流区间（１１７８．４１ ｇＣ ／ ｍ２ ａ－１），最低的是金沙江石鼓

以上流域（２３１．６３ ｇＣ ｍ－２ ａ－１）。 值得注意的是，宜昌至湖口段长江干流区间、湖口以下长江干流区间和太湖

流域单位面积 ＧＰＰ 大体相当；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因南部沿长江一定范围内的局部区域 ＧＰＰ 较高，使得整

体单位面积 ＧＰＰ 明显高于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和岷沱江流域；岷沱江、嘉陵江和汉江等长江干流以北流域单

２５９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平均 ＧＰＰ 空间分布与统计特征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图 ３　 长江流域多年平均 ＧＰＰ 随海拔分异规律

Ｆｉｇ．３　 ＧＰＰ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位面积 ＧＰＰ 小于长江干流以南流域。 从标准差来看，
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岷沱江流域和鄱阳湖流域较大，
分别 ５１４． ８６ ｇＣ ｍ－２ ａ－１、 ３８５． ８５ ｇＣ ｍ－２ ａ－１ 和 ３７６． ５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表明这三个流域植被 ＧＰＰ 的离散程度大，
空间变异剧烈。 考虑到不同区域的面积大小，各区域

ＧＰＰ 总量差异更为突出。 计算结果表明，整个长江流

域多年平均 ＧＰＰ 总量为 １．７３５ Ｐ ｇＣ，其中洞庭湖流域

ＧＰＰ 总量为 ０．３２５ Ｐ ｇＣ，占比约 １８．７６％。 其次，金沙江

石鼓以下流域和鄱阳湖流域，其 ＧＰＰ 总量分别为 ０．２６５
Ｐ ｇＣ 和 ０．２１６ Ｐ ｇＣ，占比约 １５．２８％和 １２．４２％。 太湖流

域因面积小，其 ＧＰＰ 总量为 ０．０２９ Ｐ ｇＣ，仅占长江流域

ＧＰＰ 总量的 １．６９％。
３．２　 ＧＰＰ 年际变化特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区单位面积 ＧＰＰ 总体上呈波动增加趋势（图 ４）。 其中，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间 ＧＰＰ 相对偏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 年间 ＧＰＰ 整体较高，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间 ＧＰＰ 出现一个低谷，之后的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年间 ＧＰＰ 又恢复较高水平。 趋势分析可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长江流域 ＧＰＰ 年际变化线性趋势率为 ２．３９
ｇＣ ｍ－２ ａ－１，上升趋势不显著（Ｐ＞０．１）。

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图 ５），长江流域累计约 ６８％的区域 ＧＰＰ 线性变化趋势率大于 ０，反映整个长江流域绝

大部分地方 ＧＰＰ 呈上升趋势，其他约 ３２％的区域 ＧＰＰ 呈下降趋势。 具体来看，嘉陵江和汉江流域北部区域、金
沙江流域南部区域 ＧＰＰ 上升趋势最为明显，太湖流域、洞庭湖流域以及四川盆地大部区域 ＧＰＰ 下降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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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长江流域及各二级水资源区 ＧＰＰ 及变化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Ｐ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流域
Ｂａｓｉｎ

水资源原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面积
Ａｒｅａ ／

（１０４ｋｍ２）

均值
Ｍｅａｎ ／

（ｇＣ ｍ－２ ａ－１）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

（ｇＣ ｍ－２ ａ－１）

ＧＰＰ 总量
Ｔｏｔａｌ ＧＰＰ ／
（Ｐ ｇＣ）

线性趋势率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
（ｇＣ ｍ－２ ａ－１）

ＭＫ 趋势检验
统计量 Ｚ

Ｚ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Ｋ ｔｅｓｔ

二级水资源区 ＪＳＪ⁃１ ２１．４２ ２３１．６３ ２８８．００ ０．０４６ ２．９９ １．９４∗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ＪＳＪ⁃２ ２８．７８ ９３１．４６ ５１４．８６ ０．２６５ ５．４９ ２．１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ＭＴＪ １６．３０ ８９６．８６ ３８５．８５ ０．１４４ １．２７ ０．５９

ＪＬＪ １５．９８ １０３２．５１ ２３０．６１ ０．１６４ ４．６１ １．０４

ＷＪ ８．７９ １０９９．９６ ２１６．７４ ０．０９６ １．１１ ０．２３

ＵＭ ９．３０ １１７８．４１ ２３２．３３ ０．１０９ ２．９８ ０．７７

ＤＬ ２６．２８ １２５５．９９ ２３８．９５ ０．３２５ －１．０５ －０．５９

ＨＪ １５．９０ １０１２．７６ １６７．３８ ０．１５９ ５．８２ ２．２１∗∗

ＰＬ １６．２２ １３６１．８３ ３７６．５ ０．２１６ ０．８２ ０．０５

ＭＭ ８．９７ １１１０．４８ ２４２．６８ ０．０９５ １．９６ ０．０９

ＬＭ ８．４６ １１２３．３３ ２５４．０２ ０．０８５ １．０２ ０．０５

ＴＬ ３．６９ １０９８．４８ ２７２．９７ ０．０２９ －８．８１ －２．４８∗∗

全流域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１８０．０９ ９９０．４６ ４４８．４２ １．７３５ ２．３９ ０．８６

　 　 ＧＰＰ 平均值未包括裸地、水体等无植被区，∗表示通过 ０．１ 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 ０．０５ 显著性检验；ＪＳＪ⁃１： 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ＪＳＪ⁃２：

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ＭＴＪ： 岷沱江流域；ＪＬＪ： 嘉陵江流域；ＷＪ： 乌江流域；ＨＪ： 汉江流域； ＤＬ： 洞庭湖流域；ＰＬ： 鄱阳湖流域；ＴＬ： 太湖流域

ＴＬＵＭ： 宜宾至宜昌段长江干流区间；ＭＭ： 宜昌至湖口段长江干流区间；ＬＭ： 湖口以下长江干流区间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 ＧＰＰ 年际变化过程及线性趋势

　 Ｆｉｇ． ４ 　 Ｉｎｔｅｒ⁃ａｎｎ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各二级水资源区中，除了洞庭湖流域和太湖流域单

位面积 ＧＰＰ 呈下降趋势外，其他各区 ＧＰＰ 均呈上升趋

势（表 １）。 其中，太湖流域 ＧＰＰ 年际变化显著 （Ｐ ＜
０．０５），线性趋势率为－８．８１ ｇＣ ｍ－２ ａ－１。 在所有 ＧＰＰ 上

升的区域中，金沙江石鼓以下流域和汉江流域 ＧＰＰ 年

际变化显著 （ Ｐ ＜ ０． ０５）， 线性趋势率分别为 ５． ４９
ｇＣ ｍ－２ ａ－１和 ５．８２ ｇＣ ｍ－２ ａ－１。 另外，金沙江石鼓以上流

域单位面积 ＧＰＰ 也有相对显著的上升趋势（Ｐ＜０．１）。
３．３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变化比较

长江流域面积大，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 ＧＰＰ 分布

情况不同，本文依据二级分类体系，对研究区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的地表植被进行了分类研究。 图 ６ 所示的统

计结果表明，耕地中的水田和旱地植被多年平均 ＧＰＰ 大体相当，分别为 １０７５． ８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和 １０６４． １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耕地 ＧＰＰ 整体上略低于林地。 林地各类型 ＧＰＰ 介于 １１２２．８０—１２７６．９０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其中有

林地最高，然后依次为疏林地、其他林地和灌木林。 草地各类型 ＧＰＰ 明显低于耕地和林地，而且不同覆盖度

的草地 ＧＰＰ 相差很大。 高、中、低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分别为 ８９６． ７０ ｇＣ ｍ－２ ａ－１、６７１． ８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和 １９８． ５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标准差结果反映高覆盖度草地和中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离散程度最大，空间变化程度最为突出。 水

田、旱地 ＧＰＰ 标准差最小，说明这两种人工植被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空间变异最小。
图 ６ 显示的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单位面积 ＧＰＰ 趋势变化中，除水田 ＧＰＰ 呈微弱下降

外，其他各土地利用类型的 ＧＰＰ 均呈上升趋势。 其中，线性变化趋势率以高、中覆盖度草地为最，分别为 ４．６３
ｇＣ ｍ－２ ａ－１和 ６． ４１ ｇＣ ｍ－２ ａ－１，随后为灌木林 （ ３． ３５ ｇＣ ｍ－２ ａ－１ ）、旱地 （ ３． １９ ｇＣ ｍ－２ ａ－１ ）、疏林地 （ ３． ０７
ｇＣ ｍ－２ ａ－１）、有林地（２．１５ ｇＣ ｍ－２ ａ－１）、其他林地（１．６２ ｇＣ ｍ－２ ａ－１）和低覆盖度草地（１．４７ ｇＣ ｍ－２ ａ－１）。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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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 ＧＰＰ 年际变化线性趋势率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ＧＰＰ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性检验表明，高覆盖度草地和中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上升趋势显著（Ｐ＜０．０５），低覆盖度草 ＧＰＰ 上升趋势也较大

（Ｐ＜０．１）。

图 ６　 长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均值及趋势特征

Ｆｉｇ．６　 Ｍｅａ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ＰＰ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和∗∗分别表示通过 ０．１ 和 ０．０５ 显著性检验

３．４　 ＧＰＰ 时空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关系

气候条件是影响陆地生态系统 ＧＰＰ 变化的重要环境因素。 本文选取蒸发皿蒸发量、降水、相对湿度、日
照时数、风速和气温等 ６ 个变量作为长江流域 ＧＰＰ 变化的潜在气候驱动因子。 表 ２ 统计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

江流域及各二级水资源区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与主要气候因子的偏相关系数。 总体上，蒸发对植被 ＧＰＰ 变化起到

一定的负作用（除太湖流域外），温度和日照主要起正作用，降水、相对湿度和风速对 ＧＰＰ 变化的影响有正有

负。 不同气候因子对植被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 长江上游源头的金沙江石鼓以上

流域和岷沱江流域 ＧＰＰ 与温度呈显著的正偏相关关系，其他气候因子与 ＧＰＰ 的偏相关关系均不显著。 长江

上游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和嘉陵江流域的蒸发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负作用更为突出，其偏相关关系均较显著。
另外，嘉陵江流域降水与 ＧＰＰ 之间的偏相关关系也达到显著性水平，且其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正作用超过蒸

发的负作用。 乌江流域和长江上游干流区间，气候因子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影响作用十分复杂。 其中，乌江流

域相对湿度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起显著负作用，其次是温度和降水，尽管两者与 ＧＰＰ 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正，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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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影响程度均不及相对湿度，其他因素影响不显著。 长江上游干流区间蒸发、降水、风速和温度与 ＧＰＰ 之间

的偏相关系数都较显著，但是蒸发和风速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起负作用，而降水和温度起正作用，并且其影响程

度要强于前者。 长江中游洞庭湖流域，温度和风速与 ＧＰＰ 的偏相关关系均较为显著，其中温度影响的正作用

要强于风速的负作用。 汉江流域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主要受蒸发的负作用影响，两者之间呈显著的负偏相关关系，
其他气候因子的影响均不明显。 鄱阳湖流域各气候因子与 ＧＰＰ 之间偏相关系数均不显著，但总体上温度的

影响强于其他因子。 长江中游干流区间的降水、温度与 ＧＰＰ 之间呈显著的偏相关关系，两者对 ＧＰＰ 年际变

化起到较强的正作用。 长江下游干流区间和太湖流域各气候因子与 ＧＰＰ 之间偏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对长江

流域整体而言，ＧＰＰ 年际变化主要受温度影响，两者之间呈显著的正偏相关关系，其他气候因子的作用均不

明显。

表 ２　 长江流域及各二级水资源区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ＰＰ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流域
Ｂａｓｉｎ

水资源原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蒸发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日照时数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风速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二级水资源区 ＪＳＪ⁃１ －０．２９３ ０．２０１ ０．０３８ ０．３７３ ０．２６２ ０．６３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ｔｅｒ ＪＳＪ⁃２ －０．５９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 ０．２４４ －０．１６２ ０．２５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ＭＴＪ －０．２３６ －０．２０８ ０．０２７ ０．２５４ ０．１９３ ０．５１７∗

ＪＬＪ －０．５３８∗ ０．５５８∗ ０．４１３ ０．４０６ ０．０６９ ０．４５７

ＷＪ －０．３９９ ０．５７７∗ －０．６９２∗∗ ０．３０５ －０．１３８ ０．６７１∗∗

ＵＭ －０．５７５∗ ０．６４９∗∗ －０．１７３ ０．３４３ －０．５１８∗ ０．７２７∗∗

ＤＬ －０．４１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００ ０．４９１ －０．５２８∗ ０．６３１∗∗

ＨＪ －０．６５７∗∗ ０．０３５ ０．２１３ ０．３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２２３

ＰＬ －０．３４５ ０．０８０ ０．１２８ ０．４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４９２

ＭＭ －０．２６１ ０．６９９∗∗ －０．４５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１ ０．７１８∗∗

ＬＭ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７ ０．３８３ ０．４４０ －０．３７８ ０．３２１

ＴＬ ０．１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 ０．１５４ ０．４５３

全流域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０．４６８ ０．１９１ －０．０６２ ０．２７６ －０．２０８ ０．６９７∗∗

　 　 ∗表示通过 ０．１ 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 ０．０５ 显著性检验

对于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植被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与主要气候因子的偏相关系数见表 ３。 由表可知，不同土地

利用类型 ＧＰＰ 年际变化同样主要受温度和蒸发影响，其中温度对植被 ＧＰＰ 变化起正作用，蒸发起到一定的

负作用（除低覆盖度草地外）。 林地各主要类型以及高、中覆盖度草地的 ＧＰＰ 与温度之间的偏相关关系达到

显著性水平，而耕地（水田与旱地）与低覆盖度草地的 ＧＰＰ 与温度之间的偏相关关系不显著。 蒸发的负作用

对高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的影响十分显著，而对其他土地利用类型的影响并不突出。 对所有土地利用类型而言，
降水、相对湿地、日照和风速对 ＧＰＰ 变化的影响均不显著。

４　 讨论

水分和温度及其相互配合构成的水热条件是影响植被生长和分布的主要因素［３１］。 总体上，长江流域陆

地植被 ＧＰＰ 的空间分布特征与流域水热条件的分布情况高度一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江流域植被单位

面积 ＧＰＰ 随高程变化，在海拔 ３００ｍ 和 ２３００ｍ 左右存在两个峰值。 对于这一现象，主要是受以下因素影响：
（１）长江流域海拔 ３００ｍ 左右的高程区，主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低山丘陵，地表植被以亚热带常

绿阔叶林为主。 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海拔 ３００ｍ 以下地区大多的以水田和旱地为主，而耕地 ＧＰＰ 整体低于

林地。 ３００ｍ 以上区域，气温受垂直地带性影响随海拔升高逐渐降低，从而不利于植被生长；（２）海拔 ２３０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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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的高程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交界处，集中分布在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向青藏高原过度

的横断山区外围地带。 这里山高谷深，地表植被主要分布于河谷两岸的山坡地带，以高山阔叶林为主。 由于

河谷地带大多气候干热，局地“焚风”气候效应形成了独特的垂直植被带倒置现象：河谷低海拔地带因气候干

热植被稀少，而海拔较高的山坡地带随降水增多，植被生长逐渐转好。 从植被 ＧＰＰ 随高程的变化结果来看，
西部干热河谷区海拔 ２３００ｍ 处整体水热条件最好。 张文江等［３２］ 对岷江上游干热河谷植被分布的研究也表

明，岷江上游以 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ｍ 高程带水热组合条件最好，分布了川滇高山栎等阔叶林；３０００ｍ 以上逐渐受热

量制约，植被依次为针叶林、灌木、草甸和高山植被；２０００ｍ 以下受干热河谷效应及人类活动影响，植被以灌木

类为主。

表 ３　 长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与气候因子的偏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ＰＰ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蒸发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相对湿度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ｉｄｉｔｙ

日照时数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风速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０．２５６ ０．０６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７７ －０．２４９ ０．４８３

旱地 Ｄｒｙ ｌａｎｄ －０．４３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９ ０．２４９ －０．０４５ ０．４９８

有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４０８ ０．２８１ －０．１００ ０．２８５ －０．２７２ ０．６９７∗∗

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 －０．４９６ ０．１２０ ０．０３０ ０．３１５ －０．１３３ ０．６９８∗∗

疏林地 Ｓｐａｒｓｅ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５０９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３ ０．３３６ －０．１４２ ０．６０５∗∗

其他林地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０．３９０ ０．１６５ －０．０６２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０ ０．６１３∗∗

高覆盖度草地 Ｈｉｇｈ⁃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６３０∗∗ ０．２９６ －０．１３８ ０．４４６ ０．２３７ ０．７０５∗∗

中覆盖度草地 Ｍｉｄｄｌ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４７５ ０．３３８ －０．３１９ ０．３１９ ０．２８２ ０．７４２∗∗

低覆盖度草地 Ｌｏｗ⁃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０．０８３ ０．２７０ －０．３７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３１ ０．３８８

　 　 ∗∗表示通过 ０．０５ 显著性检验

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注重气温和降水对植被生产力的影响［１０，１１，１３⁃１４， １６］。 本研究除气温和降水外，还系统

探讨了蒸发、湿度、日照和风速等气候因子的协同作用。 对长江流域整体而言，ＧＰＰ 年际变化主要受温度影

响，这与众多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因为温度对植被光合作用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最为突出［３３］。 此外，由于

长江流域地处亚热带湿润气候，流域水分条件好，能够充分满足植被生长的需要，使得降水和相对湿度的变化

对 ＧＰＰ 的影响作用较弱，而日照、风速等因素可以通过影响蒸发过程从而对植被 ＧＰＰ 产生作用［３４］。 总体上，
陆地生态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受气候干湿状况的影响较为突出，特别是干旱对植被生长极为不利。 杜文

丽等［３５］的研究表明，在时间尺度上，１９８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ＧＰＰ 与 ＳＰＥＩ 年际变化格局基本吻合，
干旱年份的 ＧＰＰ 显著降低；在空间尺度上，北方大部分地区的 ＧＰＰ 与 ＳＰＥＩ 呈正相关，南方大部分地区呈负

相关。 Ｚｈａｏ 和 Ｒｕｎｎｉｎｇ［２９］的研究也表明，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间全球陆地植被 ＮＰＰ 的减少是干旱引起的。 需要指

出的是，受长江流域内部地形地貌及气象条件分异显著的影响，不同气候因子对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影响存在明

显的空间差异。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子流域内，蒸发、降水、相对湿度、风速和温度等都有可能成为

ＧＰＰ 年际变化的主要气候因子（表 ２）。 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而言，ＧＰＰ 年际变化主要受温度和蒸发的影响，
降水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表 ３）。 因此，有关气候变化对植被生产力的影响研究中，不应简单的分析气温

和降水的影响，而应考虑流域所处气候条件，分析其他气候因子或流域干湿状况的综合作用。
在时间上，长江流域陆地植被 ＧＰＰ 呈波动增加趋势，流域累计约 ６８％的区域 ＧＰＰ 线性变化趋势率大于

０。 就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来看，除水田 ＧＰＰ 呈微弱下降外，其他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草地 ＧＰＰ 上升趋势较

为显著。 这些结果表明长江流域整体的固碳能力在逐步增强，生态系统环境质量有逐渐改善的趋势，这与近

年来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度显著上升有较好的对应［２４］。 从流域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近几十年来长江流域气

温上升明显，局部地区降水也呈现出一定的增加趋势［３６］，这对提高流域植被 ＧＰＰ，促进生态系统质量改善具

有积极作用，但应注意气候过程的极端化对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风险。 此外，流域内人类活动对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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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ＰＰ 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扩张，部分区域地表覆被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
从而影响地表植被生产力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时空变化［３７⁃３８］。 另一方面，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下，
长江流域积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导致植被覆盖度显著上升，流域生态系统质量得到显著改善［２４］。 为客观认

识变化环境下陆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和生态服务功能的变化，积极开展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对植被生产力和

生态系统状况的影响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５　 结论

本文以 ＭＯＤＩＳ ＧＰＰ 数据为基础，系统研究了长江流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植被 ＧＰＰ 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

了植被 ＧＰＰ 年际变化与主要气候因子的关系，获得结论如下：
（１）长江流域植被覆盖区 ＧＰＰ 在 ０．３—２７６５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均值约 ９９０．４６ ｇＣ ｍ－２ ａ－１。 植被 ＧＰＰ 在海拔

３００ｍ 和 ２３００ｍ 左右存在两个峰值，分别为 １２６９．３０ ｇＣ ｍ－２ ａ－１和 １２５１．８０ ｇＣ ｍ－２ ａ－１。 当海拔高于 ２３００ｍ 的时

候，ＧＰＰ 随海拔升高急剧减小。 不同水资源区内，单位面积 ＧＰＰ 以鄱阳湖流域最高，金沙江石鼓以上流域最

低。 长江流域多年平均 ＧＰＰ 总量为 １． ７３５ Ｐ ｇＣ，其中洞庭湖流域总量最高，约占整个长江流域总量的

１８．７６％，太湖流域最小，占比仅 １．６９％。
（２）长江流域 ＧＰＰ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呈缓慢的波动上升趋势，趋势率为 ２．３９ ｇＣ ｍ－２ ａ－１。 空间上，ＧＰＰ

上升区和下降区分别占总流域面积的 ６８％和 ３２％。 对于各二级水资源区，除洞庭湖流域和太湖流域 ＧＰＰ 呈

下降趋势外，其他各区均呈上升趋势，尤其是金沙江流域和汉江流域的上升趋势较为著性。
（３）长江流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 ＧＰＰ 平均值在 １９８．５０—１２７６．９０ ｇＣ ｍ－２ ａ－１之间。 其中，草地各类型空间

变化程度最为突出，水田和旱地空间变异程度最小。 各土地利用类型中除水田 ＧＰＰ 呈微弱下降外，其他均呈

上升趋势，尤其是高、中、低覆盖度草地 ＧＰＰ 上升趋势显著。
（４）总体上，主要气候因子中蒸发对植被 ＧＰＰ 变化起到一定的负作用（除太湖流域外），温度和日照主要

起正作用，降水、相对湿度和风速对 ＧＰＰ 变化的影响有正有负。 不同气候因子对植被 ＧＰＰ 变化的影响程度

在不同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均存在一定差异，但就长江流域整体而言，ＧＰＰ 年际变化受温度影响显著，
其次是蒸发，而降水等其他气候因子的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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